
提到“样板戏”，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中“八亿人看

八个戏”的人们，大多能说出在“文革”前期“占领舞台”

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

《奇袭自虎团》、《海港》、《龙江颂》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

军》、《白毛女》这八个“样板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曾

经还有一个由“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抓”的“样板戏”，它

就是“革命现代京剧”《红岩》，但它尚未公演就半途夭折

了，否则，第一批“样板戏”本该有九个。

江青主持讨论改编

长篇小说《红岩》在1961年出版后，因“生正逢时”，

投合当时强调反帝反修、狠抓阶级斗争的需要，引起轰

动效应，各种艺术形式争相改编。影响较大的，有歌剧

《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连环画《红岩》等，在各剧

种、各地方剧团争相改编的热潮中，江青也亲自抓了北

京京剧团(即北京京剧一团)改编《红岩》的工作。

被江青指定担任京剧《红岩》编剧的，是两位大手

笔：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剧团《江姐》的编剧阎

肃和北京京剧团《沙家浜》编剧中任主要执笔的汪曾

祺——当时，《江姐》和《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都已

经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演出并得到了赞赏，毛泽东还

分别对两个剧提出了修改意见(《沙家浜》当时就按照毛

泽东的意觅进行了修改，《江姐》的修改是在“文革”结束

后重新搬上舞台时才完成)。把这两个剧的编剧抽调来

担任《红岩》编剧，可见江青对这出戏的高度重视。

京剧《红岩》的改编，就从1964年冬开始了。当时北

京京剧团还在不断修改、排演《沙家浜》。扮演阿庆嫂的

名角赵燕侠，被安排在《红岩》中扮演女主角江姐。

关于让汪曾祺参加京剧《红岩》的改编，阎肃有这样

一段回忆：“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

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

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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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老忘不了他

是一个右派。”(陈徒

手《汪曾祺的文革

十年》，载《人有病，

天知否》，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lo年9月

第一版336页)

汪曾祺后来发

表过一篇《江青与

我的“解放”》(原载

《明报月刊)1989年

1月号)，其中谈到了

京剧《红岩》的改编：

我又被指定参

加《红岩》的改编， ▲小说《红岩》

一九六四年冬，某日，党委书记薛恩厚带我和阎肃到中

南海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地点在颐年堂。

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在座的有《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

和杨益言，林默涵，好像还有袁水拍。他们对《红岩》改编

方案已经研究过。我是半路插进来的，对他们的谈话摸

不着头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是坐在沙发里听着，心里

有些惶恐。江青说了些什么，我也全无印象，只因为觉得

奇怪才记住了她最后跟罗广斌说：“将来剧本写成了，小

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

在陆建华著《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

月第一版179页)中写到此事时，除去转述以上文字外，

还多了这样几句话：“那一晚的谈话是在中南海毛主席

书房外面的一间房子里进行的。谈话中间，毛主席曾从

书房里出来过一次，大家连忙站起来，但毛主席亲切地

挥了挥手，说：‘你们谈，你们谈。’说完又退回书房中去

了。”这段叙述令人生疑，按照毛泽东与江青当时的相互

关系和各自工作习惯，江青恐怕既不能也不敢把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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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徽裂

弄到毛泽东的书房外边去开。在汪朗的回忆《老头儿汪曾 了他，就像生怕会传染给她什么病菌似的，向他挥了挥手，

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 刘白羽就回头走了，再也没进来0”(杨益言《红岩》逸闻》，

月第一版109页)中，对此事是这样写的：“爸爸第一次见江 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147页)

青是在中南海颐年堂⋯⋯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见过毛主 但阎肃的回忆又有所不同，他说：“65年(是否1月记

席一面，是不是这一次不清楚。他去过几次中南海，家里人 不得了)确有人大会堂‘征求意见’，但主要是谈改编京

都不知道，当时这都属于机密。他说正在讨论剧本时毛主 剧的提纲(当时没有京剧剧本)，当时在座的人有罗、杨

席走进来，好像是要找什么东西。江青介绍说，找了几个人 及前述几人，似乎还有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

来谈剧本创作。毛主席只说了一句‘你们谈，你们谈’，随后 按照杨益言的回忆，讨论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

就走了。此事爸爸一直没说过，也没写过。没想到多年之 先发言，他谈到剧本把江姐从牺牲改成被营救出狱时，

后，一家办报竞刊登了一篇毛泽东与汪曾祺的文章，说毛 说：“现在把她写活了，群众恐怕不会接受⋯⋯”“似乎虚

主席与爸爸就《沙家浜》的剧本详细交谈过，你一句我一句 弱不堪的江青，‘啪’地一巴掌，猛然拍打在茶几上，藏在

的还显得很亲热。这连捕风捉影都说不上，纯粹就是瞎掰。 眼镜片后面的两眼闪着凶光，向林默涵同志厉声喝道：

爸爸看过之后，又好气又好笑，又不愿意跟这种小报和无 ‘你要允许我试验!允许我失败!’她根本不许别人讲话。

聊作者较真，才跟我们说及此事。” 气得满脸通红的林默涵，只好不再讲话了。”——林默涵

笔者问过阎肃，他回信说：“《汪传》所说64年底，于 当时可能还不知道，把江姐写活是毛泽东的意见。“稍歇

中南海，确有‘召见’，但无罗广斌、杨益言，而有林默涵， 片刻，江青似乎平静下来，笑着要小说原作者讲话。罗广斌

似还有当时北京京剧团党总支书记薛恩厚，及汪、阎。但 示意我先讲。我只讲了几句话，说这改编本写的是重庆中

我不记得有毛主席走来打招呼。” 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斗争，敌特的头子是美帝国主义特

杨益言的回忆中也从未提及在中南海讨论剧本和见 务，这改编本要注意揭露这个最凶狠的敌人。没想到，江青

到过毛泽东。他记得的江青对罗广斌和他的接见，是在 竟立刻说：‘好!’并且吩咐：‘请中宣部通知全国作家，注意

1965年1月，地点是人民大会堂。他回忆说：“中宣部文艺处 写反美斗争题材。’接着，就由罗广斌讲，他也只讲了几句，

处长袁水拍突然给我们送来两本京剧《红岩》的改编本，要 说改编本应该将江姐的性格写得更好，更丰满些。同样没

求我们认真看看，并且准备意见，他说，到时候会派车来接 想到，江青又是连声说：‘好，好!”’

我们去参加这个剧本的座谈会。”“1965年1月中旬的一个 按杨益言的回忆，这样一个专门讨论京剧《红岩》改

夜晚，我们被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京剧改编本《红岩》讨 编的会，除了林默涵开头讲的几句话，和随后他与罗广斌

论会。进了会场，才知道这个剧本是江青叫人写的，这次讨 分别讲的“几句话”以外，似乎江青和其他人对改编都没有

论会也由她主持。”“会场上已有好几位与会者在沙发上落 说什么意见，他只说到，江青一会儿要北京京剧团薛恩厚

座，江青要我和罗广斌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刘白羽同志 等人唱《红灯记》中的几句唱腔，一会儿要罗广斌和他继续

戴着个白纱布口罩，咳着嗽从门外走进来，江青抬眼看见 改小说，把江姐改得更好，并在最后宣布，她计划用10年的

V1963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参加修改《红岩》剧本时。罗广斌(中)、 时间来完成京剧《红岩》的改编，还要将歌剧《江

刘德彬(右二)、杨益育(左一)与当年地下革命战友合影 姐》改好，另拍一部彩色影片《红岩》。

澄清一个讹传

实际上，江青当时是对京剧《红岩》的改编

谈了不少意见的。当年罗广斌、杨益言都作有详

细笔记，回重庆后还向市委领导人和文化局、文

联有关人士作过传达、汇报。笔者找到“文化大

革命”中由红卫兵、造反派印发的多种江青讲话

材料中，都有关于京剧《红岩》改编的讲话——

可以肯定就是在罗广斌他们参加的讨论会上的

讲话，因为讲话中有一处记录了罗广斌的插话，

当江青谈到江姐“在敌人面前她斗争的方式是

复杂的，多种多样的”时，罗广斌插话：“江姐也文史精华2003·10总161期——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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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欺骗敌人。”江青说：

“你们界限还没有划

清。”记录整理者在这里

加了一个括号中的说

明：(指不能用“欺骗”一

词来形容江姐能应付复

杂的环境，并用各种方

法同敌人进行斗争。)

江青这篇讲话，首

先谈了6条“总的原则”：

一、敢于革命，打破框

框；敢于标新王异(标社 ▲戏剧‘红岩》：许云峰、成岗、江竹筠被捕后在狱中的场影

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一切通过试验，不怕犯 人，是高度概括很多人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江姐性格比

错误。但是，不能搞主观主义，脱离生活；二、要气势磅 较复杂，鲜明，塑造出的比较少j”“这个人的外形要文一点

礴，一定要比生活高。运用一切艺术手段，为塑造英雄形 儿，然而要有几分英气，这才能通过形象把她表达出来。许

象和思想高度服务；三、把敌人写够，是为了突出我们的 云峰有多高，江姐就可以有多高。”“小说中江姐的骨肉之

人，以我为主，但敌人不能弱了，不能简单化；四、反对写 情、儿女之情很多，太琐碎了。她应有在斗争中同群众密切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个人命运，骨肉之情，小零碎、 联系的人物关系，⋯⋯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塑造得不够好，

小玩意儿等等低级、庸俗的东西；五、古为今用，西为中 人们喜欢小说上的江姐也还由于她和老太婆去搞了武装

用，一切为革命服务，好作品要反复修改、磨练；六、深入 斗争。”“江姐要合法、非法斗争全用，她有秘密工作的经

生活，广泛收集材料。接下来，她分别谈了“关于结构和 验，因此她不同于韩英，也不同于阿庆嫂，她想问题是非常

情节的处理”、“关于许云峰形象的塑造”、“关于江姐形 周密的，但是，不是拖拖拉拉，因此小说上江姐有点儿琐

象的塑造”。较为重要的是，她在“关于结构和情节的处 碎，婆婆妈妈的，应有重大的，在斗争中关心同志。”

理”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意见：“主席说：‘戏为什 江青还特别强调：“江、许是最重要的，还要加上成

么要照小说?小说为什么不能改?”’说明毛泽东对京剧 岗，三个人一定要树起来。《红色娘子军》只有琼花(即清

《红岩》的改编也是知道和关注的。 华)，连长也不要了，不对。群像一定要树起来，群像要通

从江青谈话中可知，京剧《红岩》改编本与歌剧《江 过主要人物来表现，但是主要人物脱离群像的烘托，便

姐》有所不同，增加了许云峰、成岗这两个主要人物，还 成了光杆。”从这里可以看出，江青要求的是把许云峰、

增加了华子良。 成岗、江姐三个人都树起来，成为英雄群像。同时她还说

以往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说是江青谈《红岩》改 了?许云峰有多高，江姐就可以有多高”，并未要求把江

编时，主要是要求把剧中的江姐改成她“江女皇”，把歌 姐写得高过许云峰。

颂烈士的戏变成为她树碑立传。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居 从江青这些意见来看，她不过是要求把江姐等人物

然使不少人信以为真。其实，只要稍微作一点分析，就会 写得更加高、大、全罢了，并不存在什么要求把江姐改写

明白这纯属无稽之谈。因为《红岩》的内容人人皆知，江 成“江女皇”的“阴谋”。有人虚构了这个“阴谋”，不过是

姐是在新中国诞生前后在川东和重庆与国民党当局斗 想论证《红岩》作者罗广斌是因为“识破阴谋”并加以抵

争的基层共产党员，而江青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开国领 制才被江青迫害致死的，但这显然是编造历史。因为众

袖夫人，按照她后来对美国女记者维克特讲话中的吹 所周知，罗广斌是在“文革”初期参加造反夺权并介入重

嘘，她是辅佐领袖运筹全局的人物，她怎么可能如此贬 庆派性斗争，作为一派的旗帜被另一派绑架后不幸身亡

低自己，要人把自己写成一个小小的下级党员?何况这 7的，当时杨益言还到北京找江青告状，在北京许多学校、

个下级党员还是丈夫已被杀了头的寡妇! 机关作报告(听众成千上万)，在造反派小报上发表文章

实际上，江青对改编《红岩》的讲话，并没有这样的意 (读者成千上万)，都是控拆西南局、重庆市委的“走资

恩，她谈到了这样一些意见：“许(云峰)、成(岗)在小说里 派”谋杀了罗广斌。他们哪里会在“文革”之前就“识破”

是好的，小说中江姐弱了，要重新创造一个。她不是一个 并“抵制”了江青的“阴谋”?文史精华2003·10总161期——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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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青这次讲话中，有一句：“昨天讲打人是启发你

们想像。”从这句话看，应该是在头一天还有过另一次关

于改编的谈话，但未见记载。

儿戏般的“体验生活”

在那次讨论会后，京剧《红岩》的编剧班子和罗广

斌、杨益言被安排到了六国饭店。春节过后，江青又指示

将他们搬到颐和园中去住。在这期间，江青还亲笔签名

赠送了两套《毛泽东选集》给罗广斌和杨益言(汪曾祺等

人在此前就已得到了她的签名赠书)。

不久，江青又给罗广斌打来了电话，说她要去上海，

来不及了，想委托罗、杨帮她办一件事：带京剧《红岩》的

演员去重庆体验生活，到重庆后，要先把他们在原来的

渣滓洞集中营关一个星期，然后把他们带去华蓥山。

1965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致函重庆

市委宣传部，说北京京剧团正在改编小说《红岩》为京

剧，该团党总支书记薛恩厚将率参与这一工．作的编剧、

导演和演员等43人前往重庆参观、访问、修改剧稿，准备

排演(3月初到4月初，为期一个月左右)，“在前一阶段的

改编工作过程中，罗广斌、杨益言二位同志已给予不少

帮助。到重庆后，仍请他们二位，并增加刘德彬同志，继

续帮助进行这一工作。”

中宣部为何提出要增加刘德彬帮助进行这一工作?

因为在1962年3月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中宣部

副部长周扬就曾向四川I省文联主席、老作家沙汀谈到，

刘德彬既然参加了《红岩》初稿的写作就应该署名；沙汀

向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也谈了此事(四川省作家协

会编《沙汀日记(1962--1966)}，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4月第一版第88、89页)。在电影《烈火中永生》的改编中，

主演于蓝也主要是听刘德彬介绍了江姐原型人物的事

迹和形象、性格，得到很大启发。

据杨益言回忆：京剧《红岩》编、导、演一班人到重庆

后，“罗广斌因血压高，这些活动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

要求组织。我每次活动的讲话录音，剧团都奉命带回北

京，交给江青审查”。

汪曾祺回忆：“我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

‘体验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当然是假的)，大雨之夜

上华蓥山演习了‘扯红’(暴动)。这种‘体验生活’实在如

同儿戏，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剧团才干得出来。”

对那次所谓的“体验生活”，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

革十年》中有一段转述：“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一星期。

阎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不准抽

烟。我是被反铐的，马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

▲“文革”时期的汪曾祺

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得很逼真。楼

下不时有游人参观，他们奇怪怎么楼上还有人坐牢。’马

长礼扮演许云峰，在渣滓洞里念悼词后说一句：‘同志

们，高唱《国际歌》⋯⋯’结果听错了，大家唱成了《国

歌》。体验山上暴动一场戏时，赵燕侠坐吉普车上山，在

农家避雨。怕猫的赵燕侠突然发现农家里有一只猫，她

吓得飞快地跑回招待所。”

《沙家浜》编剧之一杨毓珉的回忆也很有趣：“我们

戴上手铐，戴了最轻的脚镣，天天晚上被‘审讯’。每天吃

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白菜汤，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

枪毙，真放枪，开枪的解放军战士把领章摘下。我喊：‘毛

主席万岁!’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而

我们已坐小车回招待所睡觉了。后来上华蓥山夜行军，

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的衣服前进，第二天天

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还好，没死人。”(陈

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文革”中由北京市工农代会、大中学红代会“砸三

旧批判毒草影片战斗组”、《首都红卫兵》评论组、中国戏

曲研究院“红旗兵团”合写的一篇歌颂江青的文章也提

到当年那次“体验生活”：“后来改排《红岩》⋯⋯江青同

志要把小说的作者请来合作，并要北京京剧团的同志们

去重庆体验生活，去坐牢，去吃牢饭，还体验和学习了地

下工作者如何‘接线’。同志们背着短枪夜征，上华蓥山，

还有探照灯真的照来照去，一声令下卧倒，大家不管水

塘地潮就伏在地下⋯⋯”

“体验生活”结束，剧团继续排《沙家浜》，几个编剧

则住在北温泉风景幽雅的“数帆楼”改剧本。汪曾祺在散

文《四川杂忆·北温泉》一中还专门有一段记叙：“为了改

《红岩》剧本，我们在北温泉住了十来天，住数帆楼。数帆

楼是一个小宾馆，只两层，房间不多，全楼住客就是我们文史精华2003·10总161期——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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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人。⋯⋯听罗广

斌说，艾芜同志在廊

上坐下，说：‘我就是

这里了。’不知怎么这

句话传成了我说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

因为这句话而挨斗

过。我没有分辩，因为

这也是我的感受。”

1965年4月中旬，

北京京剧团一班人由

重庆到上海，又排了

▲··文革”开始时的李英儒
一阵《沙家浜》，江青

到剧场审查通过，定

为“样板”(据汪曾祺回忆，“样板”之名就是这时开始才

有的，此前不叫“样板”，叫“试验田”)，决定“五一”公演。

从上海回北京后，汪曾祺他们继续修改《红岩》。据

杨毓珉回忆，回北京后在梅兰芳故居改《红岩》剧本，由

徐怀中当组长，代表江青抓这个戏的是李英儒(陈徒手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但此说不知是否准确，因李英儒

和徐怀中当时都还只是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成员。李

英儒是在“文革”中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成员后才

一度“代表江青抓戏”的。

与此同时，西南局李井泉和重庆市委得知江青在抓

京剧《红岩》，便也布置重庆搞一个川剧《江姐》，据当年重

庆市文联业务组组长杨世元回忆，为了不致触犯江青，西

南局和重庆市委要求严格保密，并要求改编、排演好之后，

先不能声张，要等到江青抓的京剧《红岩》公演后若干天才

对外宣布。在改编和排演中，还有一则小花絮：因小说原著

中的叛徒叫甫志高，而当时四川省委书记叫廖志高，最初

排演时，发现在台上“志高”、“志高”地喊，怕引起廖书记的

尴尬，便将川剧中的叛徒改名为甫吉安了。

1965年11月29日，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向重庆市

文联党组并市委宣传部写出1966--1968年创作计划书

面报告，其中说：“尤其使我们永远激动不能忘怀的，是

江青同志今年春一再教育我们努力学习主席思想，敢打

敢拼，为党争气，鼓励我们把《红岩》改好，使它流传下

去。”他们报告的创作计划中，除去写出《红岩》“前续”稿

和修改原小说外，“市委布置的川剧《江姐》，江青同志交

代的电影《红岩》的任务不变”。还谈到修改的小说《红

岩》，要“把城市斗争和农村斗争适当改为正面描写，删

除双枪老太婆；把《挺进报》的地位摆在恰当处；改造江

姐的形象；结尾加强胜利气氛。”这些考虑，显然吸取了

江青对京剧《红岩》改编的意见。

《红岩》变《山城旭日》

到1965年底，阎肃、汪曾祺基本上觉得可以了，想把

戏写完了好过年。谁知春节前两天江青从上海给北京市委

宣传部长李琪打来电话，叫阎、汪等到上海去。汪曾祺和阎

肃得到通知后说：“戏只差一场，写完了再去行不行?”李琪

照此向江青回了电话，但那边的回答是：“不要写了，马上

来!”李琪于是带着薛恩厚、阎肃、汪曾祺，乘飞机到上海。

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李琪一行。江青对李琪说：“对

于他们的戏，我希望你了解情况，但是不要过问。”汪曾祺

暗想：这是什么话呢?我们剧团是市委领导的剧团，市委宣

传部长却对我们的戏不能过问!江青又对薛恩厚等人说：

“上次你们到四川去，我本来也想去。因为飞机经过一个

山，我不能适应。有一次飞过的时候，几乎出了问题，幸亏

总理叫来了氧气，我才缓过来。”接下来，江青说出一句让

众人吃惊的话：“你们去，有许多情况，他们不会告诉你们。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

江青这个“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

路线”的说法，显然是乱扣帽子。那时哪来的“王明路线”?

作为《红岩》历史背景的1948年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

坏，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许多地下党人面临全国胜利而

头脑发热，犯了左倾冒险的错误，致使自己毫无必要地暴

露出来；二是地下党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被捕后叛变——

但这些都不能说成是“壬明路线”或什么“错误路线”。

四川地下党在那次大破坏中先后叛变的领导干部

有：刘国定(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分管工人运

动)、冉益智(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学生运

动)、李文祥(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涂孝文(中共七大

代表，川东临时工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骆安

靖(上川东地工委委员)、蒲华辅(川康特委书记)等，在

全案叛变的12人中，领导干部竟占了一半!正是由于这

样一些原因，才造成了全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而小

说《红岩》写作时(刚经历过“反右派斗争”)，谁敢把地下

、党组织主要领导干部写成叛徒?别说写一批，就是只写

一个也不行，小说只敢把叛徒处理成“沙磁区委委员”甫

志高这样一个小角色，并且把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写成

“党”的化身，“党的领导”的代表。不那样写，在那时必定

会被认为是“反党”，然而，像那样写，到了这时的江青眼

里，又必然要被认定是“美化叛徒”了。

江青显然已经大致听说了当年四川的有关情况，发

现背景复杂，不好处理。她这时又正在上海主持炮制《部

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所谓“座谈会”期间，她一口文史精华2003·10总161期——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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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批判了数十部电影故事片，给不少写革命历史题材的

作品扣上了“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美化叛徒”之类的

帽子。她要抓的戏是“样板”，自然不能让自己的“样板”

也留下这方面的问题而授人以柄。因此，她断然决定，

《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一个戏：把江姐改成由军队党派

出的女干部，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

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

汪曾祺和阎肃按照江青的意思，两天两夜赶写出一个

提纲。阎肃解放前夕在重庆读书(他是解放初期从重庆参军

的)，了解一点重庆当时的情况；而汪曾祺呢．用他自己的话

说是“一点儿生活也没有”，两人居然就这样主题先行、向壁

虚构，编出一个提纲来了。汪曾祺感叹说：“样板戏’的编剧

都有这个本事：能够按照江青的意图，无中生有地编出一个

戏来。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提纲编出后，商定了剧名：《山城旭日》。江青虽然不

让李琪过问，但汪曾祺他们还有点“组织性”，把提纲向

李琪汇报了。李琪听了，说：“看来，没有生活也是可以搞

创作的哦!”

汪曾祺他们向江青汇报了提纲，她挺满意，叫他们

回北京去写。

1966年3月中，江青又从上海打电话再把他们叫去，

但是这一次江青对《山城旭日》剧本并没有谈多少意见，

她这次实际上是和李琪、薛恩厚谈“试验田”的事。他们

谈了些什么，汪曾祺和阎肃都没有注意。大概是她提了

一些要求，李琪没有爽快地同意，只见她站了起来，一边

来回踱步，一边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

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声音

不很大，但是语气分量很重。

V“文革”中江青在和文艺界的红卫兵、造反派谈话

汪曾祺回忆：“回到东湖饭店，李琪在客厅里坐着，

沉着脸，半天没有说话。薛恩厚坐在一边，汗流不止。我

和阎肃看着他们，我们知道她这是向北京市摊牌。”汪和

阎肃回到房间，阎肃说：“一个女同志，‘老子’、‘老子’

的!唉。”汪曾祺则觉得江青说话时的神情，完全是一副

“白相人面孑L”。

以后，又经过反复修改，排演，还彩排了几场，正当

《山城旭日》即将以“样板”身份登上文艺舞台时，“文化

大革命”爆发了。北京京剧团一时也陷入了动乱之中，汪

曾祺因为“右派”历史和编剧中的“问题”，被“革命群众”

掀出来了。《山城旭日》的女主角赵燕侠也因为得罪了江

青而被打成“反革命”。

据阎肃给笔者信中回忆：《红岩》改名《山城旭日》后，

“剧情大致未动，但人名全改了，而且江姐改为二野部队派

到四川领导游击队，剧中也不叫江姐，所有剧中人名字全

改了(就像《智取威虎山》有一段时间剧中人名也全改了，

座山雕改为‘随三刀’之类一样)，大概是江青彻底否定川

东地下党，很怕地下党同志来这‘样板戏’里‘沾光’。”

不过，阎肃接着又说：“后来总觉得很别扭，《红岩》

和《林海雪原》一样，影响面很广，这样乱改人名，大事件

又维持原样，自然很可笑。似乎江青也感到这点，于是，

和《智取威虎山》一样，又都改回来了。还是叫江姐、许云

峰，剧名还是《红岩》。”从他这段回忆看，《山城旭日》与

《红岩》实际上是一回事，而且后来剧名又改回《红岩》

了。这就难怪“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造反派都把《山城

旭日》视为《红岩》。但关于《山城旭日》剧名又改回《红

岩》，不知是何时的事，笔者尚未见到记载。

成功彩排后突然夭折

按汪曾祺《江青与我的“解放”》中的回忆：

1967年4月27 El，他被突然宣布“解放”，并奉命

于当晚和阎肃一起陪同江青观看《山城旭日》

的彩排(在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引用

的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的说

法，时间是“1968年4月17日”，这个年代显然有

误，应该是1967年)。

那天看戏过程中，江青说了些什么，汪曾

祺大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她说：“你们用毛主席

诗词作为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不要用!”

汪曾祺在另一次回忆中，还提到幕问休息

时江青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

王将相戏好!”(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演出后进行了座谈。参加的人，限制得很文史精华2003·10总161期——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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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涌现的文艺界新责和江青等人合影。右起：张春桥、

于会泳(音乐)、刘庆棠(舞蹈)、江青、浩亮(京剧)、姚文元。

严格。据汪曾祺回忆，除了剧作者，只有杨成武t谢富治、

陈亚丁。江青坐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开幕的天幕上

写的是‘向大西南进军’(这个戏开幕后是大红的天幕，

上写六个白色大字‘向大西南进军’)，我们这两天正在

研究向大西南进军。”

——江青所说的“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

是指当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主持，从4月初开

始连续召开的中央解决四川、重庆问题的两个会议。重

庆造反派“八一五”和“砸派”(后称“反到底”)两大派各

有10个代表出席会议(杨益言是“砸派”10个代表之一)。

在这两个会议上，“无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造反派提出

的“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并将西南局、四川

省委、重庆市委的负责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等定为

“走资派”，宣布打倒。

据汪曾祺回忆，在那晚座谈《山城旭日》的会上，除

了陈亚丁长篇大论地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江青等人

所谈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汪曾祺和阎肃只好

装着没听见。

接着就是“五一”节。5月1日当天出版的北京大学造

反派《新北大》报第69期刊登了一则简讯：“由江青同志

亲自修改的革命现代京剧《山城旭日》已胜利排练成功，

于四月十七日晚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彩排，陈伯达、

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等同志观

看了演出，并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

看来，又一出“样板戏”已经诞生并马上要正式“占

领舞台”了。然而，蹊跷事发生了。

就在“五一”当晚，毛泽东观看了几个“样板团”的演

出，江青在演出后接见样板团人员的讲话中，谈到了计

划改编为现代京剧的几部小说，却只字未提已经“排练

成功”的京剧《山城旭日》!

《山城旭日》莫名其妙地“无声无息”了。在6月24日

出版的重庆市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主编的《鲁迅战

报》第5期上，登出了这样一则简讯：“京剧《山城旭日》，

中央已决定弃稿不演了，因为：一、原著《红岩》没有反映

历史真实，在重庆解决时，地下党近于没有；二、没有反

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这则简讯所说的“弃稿不演”的两个原因，似乎都不

能成立。说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没有，而《山城旭日》

已改成了由部队派人去发动工人；说没有反映以武装的

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也不对，《山城旭日》写的就是

部队派人去发动武装斗争。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已经“排练成功”的《山城旭日》

夭折了?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说：看《山城旭

日》彩排后，“江青问陈伯达意见，陈没有说什么，康生冷不

丁说了一句实话：‘净是概念。’江青为什么最后放弃了这

出戏?汪、阎二人当时一直没弄懂真正的原因。”

现在看来，康生批评的“净是概念”有可能是这个戏

夭折的一个原因，不过不会是主要原因——因为“样板

戏”中有不少都用得上这个评语。

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山城旭日》的女主角

写成了从“二野”部队派去的，而“二野”就是有名的刘

(伯承)、邓(小平)大军。邓小平这时已成为被打倒的中

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

物，江青会不会怕这出戏被指责为“替邓小平树碑立

传”?从当时“革命大批判”的惯用手法看，要这样上纲

批判是很容易的。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当时重庆“八一五”

派对罗广斌和小说《红岩》的批判已经进入高潮，关于罗

广斌是“叛徒”和“畏罪自杀”的说法铺天盖地而来，连

“砸派”内部为此也出现了分歧。参加解决四川、重庆问

题会议的“砸派”代表中，一些人要求把罗广斌之死作为

重点提出来，另一些人则坚决反对，担心罗广斌的“历史

问题”会给自己造成被动。趣重庆两大派分别得到了首都

红代会“天派”、“地派”的支持，双方都向中央文革小组

大量递送材料。因此江青对这方面的问题不会不了解。

罗广斌——《红岩》——《山城旭日》的关系尽人皆知，万

一罗广斌真有什么问题，《山城旭日》岂不受到牵连?为

避免麻烦，当然最好是放弃这个戏。

因为这个戏是江青“亲自抓”的，所以夭折后没有谁

敢说它半点不是，它更不会遭到批判。这在那个年代，可

算是一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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